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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疑难
——从斯密、李斯特到马克思

王时中

摘 要 李斯特批评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并不符合“德国的实际”，主张以“德国的实际”

抵抗“英国的理论”，希望建构一种科学的“国家经济学”以抵抗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

然而马克思认为，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貌似具有科学性，但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庸俗的”政治

经济学，他主张以“无产阶级的实践”超越“德国的实际”与“德国的理论”之间的“时代错乱”。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揭示并批判了斯密和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实质，还为资产阶

级社会构造了一个“特殊的逻辑”，进而为后发展国家的革命性赶超提供了科学的方案。马

克思政治经济学不仅是批判的，更是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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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而人们的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物

质利益关系。由于经济地位和利益诉求不同，不同阶级对特定生产关系的研究必然带有强烈的阶级性，

正如马克思所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

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1］（P10）。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并不

意味着政治经济学的非科学性。事实上，每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宣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

相对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声称自己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并认为“科学越是毫

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2］（P258）。但何以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能够兼容

科学性和阶级性而不互相矛盾，却是一个不小的理论疑难。笔者从李斯特对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批

判切入，考察了马克思对李斯特国家经济学的批判，结合马克思以“无产阶级的实践”克服德国的“时代

错乱”、实现“彻底的德国革命”的主张，探讨马克思建构的“科学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一、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何以不科学：从李斯特的视角看

在经济思想史上，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他明确以“商业社

会”为研究对象，以“富国裕民”为目的，初步构造了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为政治经济学打造了新的概念工

具和理论框架，使政治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斯密也因此被称为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牛顿”。马克

思曾高度评价斯密的贡献：“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

定程度上已经形成。”［3］（P181）

但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却批判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认为“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过去由

于学者们的过分夸张，由于其间的矛盾百出，由于名词使用的全不正确，人类的正常意识曾被它所迷惑”
［4］（P8）。他将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称为“世界主义经济学”，斥为“流行的经济学派”。虽然李斯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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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自己长期深受斯密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但他后来通过实际发现，这种理论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考虑

到国家，因为“它所顾到的一方面是全人类，另一方面只是单独的个人”［4］（P5）。如果这种政治经济学针

对的是两个同样发展高度、在工业上具有大体相等地位的国家，其解释力当然没有问题；但只要任何一

个国家在工业和商业上远远落后于另一个国家，那这种政治经济学鼓吹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自由竞

争，却恰恰是不对等条件下的变相掠夺。鉴于当时的德国与英、法等国恰处于这样一个不对等的条件之

下，李斯特才坚持主张德国必须通过打造一个强大的国家，取消国内关税，建立关税同盟，采用统一的对

外商业政策，以努力赶超发达的工业国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李斯特断言，以斯密、萨伊等为代表的世

界主义经济学并不符合德国的实际，他要以“德国的实际”来对抗“英国的理论”，构造一种与世界主义经

济学迥异的政治经济学或国家经济学。具体说，李斯特揭示了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如下三

个方面的缺点：

一是“无边无际的世界主义
····

”［4］（P171）。李斯特认为，斯密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如何满足国家

利益。与斯密同处一个阵营的政治经济学家魁奈、萨伊、西斯蒙第、库柏等甚至还主张存在一个包括一

切国家在内的世界联盟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因此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李斯特

看来，他们恰恰倒果为因，把假设当作了实际，因为这个所谓的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完全是子虚乌有。

事实上，只有政治联合在先，商业联合在后，才能实现所谓的联盟，两者不能颠倒。李斯特明确主张，“作

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
··

。国家
··

的性质是处于个人
··

与整个人类
····

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

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4］（P8）。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不是建立在空洞的世界主义

之上的，而是从“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以事物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4］（P8）。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相对于流行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内在矛盾，李斯特坚持自己的国家经济学才是一门真正的

科学：“它正确地了解各国的当前利益和特有环境，它所教导的是怎样使各个国家
····

上升到上述那样的工

业发展阶段，怎样使它同其他同样发展的国家结成联盟，从而使实行自由贸易成为可能，并从中获得利

益。”［4］（P127）

二是“死板的唯物主义
····

”［4］（P171）。李斯特认为，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只是顾到事物的单纯交换

价值，不重视政治因素和政治力量。在李斯特看来，斯密恰恰混淆了交换的作用与创造的作用。因为法

律和公共制度固然不直接生产价值，但它们恰恰是生产生产力的；斯密的《国富论》固然想从财富的原因

和具体的财富双重视角来考察经济，但恰恰忽视了两者的差异：一个人或国家拥有的财富，那是财富的

交换价值，而生产力作为财富的原因，比具体的财富重要得多，因为“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

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4］（P133）。斯密固然也谈到国家的重要性，特别

论及劳动的生产力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但在李斯特看来，斯密完全被重农主义的世界主义观念和“普

遍自由贸易”以及他自己的“分工”迷惑住了，因此把劳动看作国家财富的源泉，完全忽略了劳动者的精

神力量、高尚感情以及包括公共制度与法律、宗教品质、道德才智、人身财产安全等在内的社会状况的生

产性力量。换言之，斯密用来说明分工的，只是交换、物质资本的增加和市场的扩大等要素，恰恰忽视了

另一种与劳动价值相异的“国家生产力”；斯密只是从物质环境和状态来解释精神力量，完全无视精神力

量的生产性。因此，毫不奇怪，斯密的论点“很快就越来越深地陷入于唯物主义、狭隘观点和利己主义”［4］

（P136）。

三是“支离破碎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
·················

”［4］（P171）。李斯特认为，以斯密为代表的世界主义

经济学对社会劳动的本质特征、力量联合、积极作用一概不顾，只是高度肯定分工、自由交换、私人事业

的积极意义，忽视了联合，进而忽视了国家在分工与联合中的关键地位。当斯密认为对私人利益的追求

势必促进社会利益的推进时，李斯特却主张国家利益高于私人利益：有些在私人经济中也许是愚蠢的

事，在国家经济中却变成了聪明的事，反过来也是这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具有高于私人利益的

更高级的利益，如国家通过关税保护制度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当然也间接地维护了私人的利益。李斯特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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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问斯密：当国家借助社会的力量完成了诸如保卫国家、维持公共治安以及其他任务时，“难道不应该要

求各个个人限制他们的自由吗？不仅如此，国家难道不应该因此要求个人牺牲收入的一部分，牺牲他们

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的一部分，甚至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吗？”［4］（P162-163）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野蛮国

家就应当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最富裕的国家，因为就对个人听其自然、国家权力作用若有若无的情况

来说，再没有能比得上野蛮国家的了”［4］（P169）。

综上所述，李斯特认为，以斯密为代表的世界主义经济学没有认真对待国家这个政治实体的力量，

因此，这种理论便与一切经验事实背道而驰，在实践中必然会格格不入。在李斯特看来，更为荒谬的是

斯密和萨伊都把自己的学说称作政治经济学，但他们却完全把政治学排除在自己的学说之外，只关注世

界主义经济学和价值理论，而忽视了国家经济学。有鉴于此，李斯特坚决主张，“科学决不可为了世界主

义的目标而否认各国特有情况的本质，也不可把这一点置之不顾或加以曲解”［4］（P183）。为完善政治经

济学，李斯特主张必须加上国家经济学原理。

二、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何以是庸俗的：从马克思的视角看

在政治经济思想史上，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似乎为后发展国家提供了一个弯道超车的赶超方案。

由于这种政治经济学与斯密的政治经济学针锋相对，在反对发达国家的奴役和殖民掠夺、促进民族资产

阶级发展、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工业发展的斗争中确实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甚至还成为革命的资产阶

级民主解放运动的教科书，在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家曾经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

山先生也曾经受到他的影响。恩格斯也指出，“我们这个出思想家的民族，直到现在为止，在政治经济学

方面贡献如此少，这对于每一个德国人都是可悲的事实。这方面我们大名鼎鼎的人物，充其量不过是像

劳和罗雪尔那样的编纂者，如果人们也会读到什么创见的话，那我们就会碰到像李斯特那样的保护关税

论者”［5］（P232）。但尽管如此，马克思认为，无论是从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代表的利益阶层来看，还是从

这种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张来看，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庸俗的政治经济学。

首先，从阶级利益视角看，马克思认为李斯特的这种国家经济学是德国资产阶级的理论表征，反映

的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自私。德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国

和英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1］（P18）。如果说

英国资产阶级通过重商主义经济学的“协力”逐渐造就了自己的国内市场，进而通过古典经济学的“协

力”高扬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原则以夺取世界市场，那么李斯特国家经济学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一

方面需要借助英法资产阶级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重商主义学说建立自己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也

需要对英法资本主义的强势扩张保持警惕。因此就不难理解何以李斯特不能完全接受古典经济学的世

界主义学说，而主张以“德国的实际”拒斥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扩张，要求在贸易政策上实行保护关税政

策。但这种骑墙态度也可能使李斯特既错失了英法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果，又不能科学地研究德国的

实际。

事实上，1848年以前的德国资产阶级至少要面对三种势力的斗争：一是德国早已过时的封建半封建

的、各自为政的资产阶级行会势力；二是德国的商业资本和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的特殊利益；三是工

业革命以来占据主导作用的、特别是1815年以来控制德国市场的英国资产阶级［6］（P27）。与英国法国先

进的资本主义发展相比，德国资产阶级还跟在后面一瘸一拐；而当德国的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

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的时候，德国的资产阶级却还试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必要的基础。

这种“时代错位”反映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明确显示了李斯特国家经济学的庸俗性质：“在法国和英国，问

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因此，

在法国和英国是要消灭已经发展到终极的垄断；在德国却要把垄断发展到终极。那里，正涉及解决问

题；这里，才涉及冲突。”［7］（P8）正由于这样，马克思认为，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代表的是德国的“庸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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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庸人想要干什么呢？他想在国内成为资产者，剥削者，而又不想在国外被剥削。他在国外自我吹

嘘为‘国家’并且说：‘我不屈服于竞争的规律，这有损于我的民族尊严；我作为国家，是一个超越买卖之

上的存在物。’”［8］（P256）

从这个意义说，如果在英法国家，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已经转移到工人阶级，成为工人阶级寻

求解放的思想武器，但“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

不可能了”［1］（P18）。因为夹在英法资产阶级与德国封建主义之间的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由于阶级的局

限，不可能使政治经济学有任何的进展。也是从这个意义说，李斯特国家经济学的实质不是一种“赶超

经济学”，而是一种陈腐的“庸俗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的特征恰恰在于，当那种在一定的已经过去的发

展阶段上是新颖的、创造性的、深刻的和正确的见解已经变成平凡、陈旧和错误的东西的时候，又把它们

重新捡起来。这样，它也就供认，它对于古典经济学已经研究过的问题毫无所知。它把这些问题，和那

些只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较低发展水平上才能提出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论点，尽管在实践上

还使某些国家发生兴趣，却早已失去任何理论意义了。”［9］（P888）

其次，从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看，马克思认为，李斯特国家经济学的理论主张也是庸俗的。具体

来说，李斯特构造了两个主要理论，即阶段论和生产力论，前者阐述了落后国家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的几

个阶段，以此对抗世界主义经济学的普遍性；后者强调国家之关税保护政策的必要性，以此对抗交换价

值理论。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家认识到了价值法则和剩余价值法则的自发作用，并初步形成了一般意义

上“生产劳动”的概念，并提出自由贸易的要求，那么，李斯特则是从民族经济的角度，通过“国家”这个概

念的构造，将五花八门的社会的、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范畴庸俗地归纳在一起。但是，这样的大杂烩

却使“生产（劳动）”这个概念“最终失去了作为政治经济学一个范畴所具有的任何科学价值”［6］（P44）。

正如马克思批评的，“弗·李斯特永远不能理解（对他那讲求实际的利己主义的头脑来说，理解永远是不

可及的）两种劳动的区别：一种是协助造出有用物即使用价值的劳动，一种是造出财富的一定的社会形

式即交换价值的劳动；因而他把英国现代的经济学看成只是埃及的摩西的剽窃者”［10］（P25）。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斯密将市民社会当作经济学的出发点，“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

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研讨”［8］（P249），那么以李斯特为代表的资产者则“为自己创造了一种与世俗

的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理想化的’经济学，以便向自己和世界证明他也想发财是有道理的”
［8］（P241）。但李斯特实则是通过一种为后发展的资产阶级直接的、实际需要服务的国家经济学来取代

英国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并将这种政治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等量齐观，建立一个有关经济政策的自然

或国民体系，目的是推行一项加速实现经济落后国家的工业资本主义政策。如果说相对于以斯密、萨伊

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将资本主义视为永恒的、自然的社会形式，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则充当了一个民族

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角色，其在某些具体主张上似乎具有一种狭隘的科学性，但从本质上说，这种政治经

济学还是庸俗的，他不仅“不可能把英国人和法国人详尽阐发的国民经济学再向前推进”［8］（P249），而且

如有论者言，这个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愈是符合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实际需要、尤

其是符合落后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贸易政策利益，这个体系所赖以建立的那种唯实论的、局限于贸易政

策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狭隘政治经济学观点就愈表现出李斯特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庸俗性”［6］（P37）。

三、走出德国的“时代错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构建的哲学前提

李斯特国家经济学的庸俗性间接显示了德国现实的复杂性。马克思称德意志民族为“天下最愚蠢

的民族”，并以“时代错乱”表述当时德国的现状本身。在他看来，这种错乱集中体现在德国的哲学理论

与德国的历史现实高度脱节：一方面，德国的现实极端落后。在英法发达资本主义已经完结的事物，在

德国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叛的、而且也只是当作锁链来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

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11］（P6）另一方面，德国现实的哲学理论高度发达。“德国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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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al pari］上的德国历史。”［11］（P7）所以马克思

才说：“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11］（P7）要走出这种双重错乱，必须寻

求思想的突破，构建某种赶超方案。事实上，近代以来各国赶超的唯一对象就是英国（后来包括法国）。

针对英国的强势地位，到底是采取顺势而为的自由贸易政策，还是逆势而为的贸易保护政策，或者以势

抗势的贸易大战策略，各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如果说李斯特从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以

“德国的实际”抵抗“英国的理论”，提出了一种兼容顺势和逆势的德国方案，那么，马克思也面临着与李

斯特类似的理论境遇。但与李斯特不同，马克思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试图实现对德国的理论和德

国实际的双重超越，以构造一种真正解决德国问题的世界方案。

具体而言，在马克思看来，要走出德国理论与德国现实之间的时代错乱，首先需要超越实践政治派

与理论政治派的二律背反：前者主张消灭哲学，但这种主张仅停留在理论层次的消灭；后者认为不消灭

哲学就能使哲学成为现实。在马克思看来，实现哲学才可能消灭哲学，但不改变现实则不可能真正消灭

哲学［11］（P8）。这就意味着，停留在德国的哲学和德国现实的内部兜圈子，不可能走出这种时代错乱。而

超越实践政治派与理论政治派的二律背反，需要重新处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光有思想力求成为

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1］（P11）所以，马克思着手清理黑格尔的法哲学，根本原因

就是“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对这种哲学的

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

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11］（P8）。从这个意义说，马克思不可能在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上谈论理论与

现实的关系。事实上，马克思此时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这个课

题，马克思主张通过原则高度的实践，才可能真正走出这个二律背反。但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关注

的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人的实践，而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的实践。只有在这里，哲学与现实、理论

与现实才可能得到新的统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

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1］（P15-16）只有

在这种方案之下，理论实践派与政治实践派的对立才可能真正得到消解。

由此可见，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与哲学的结盟视为走出德国时代错乱的实践方案。我们可以从哲学

入手，先考察斯密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哲学依据，以此为参照简要刻画马克思构造的无产阶级哲学的

理论特征。

如上所论，斯密被称为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牛顿”，是因为他想为社会研究确立一种类似牛顿定律的

自然法则。经济学上的重农主义正是笃信自然法则，斯密深受重农主义的影响。在这种自然法则看来，

人是自然的产物，应该依照自然而生活，而道德就是这个意义上的自然法。与之相对的政治秩序因为是

人为的，所以恰恰是反自然的。具体在斯密看来，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因此利己主义正是合乎自然的。

人人都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却可能导致公共的善益。因为通过市场，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生活，

“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12］（P23）。由此可

以理解斯密何以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与斯密不同，李斯特国家经济学的出发点是

国家而不是个人。因为“个人主要依靠国家并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安全和繁荣，同样地，人

类的文明只有依靠各个国家的文明和发展才能设想，才有可能”［4］（P171）。就他对国家的强调来说，我

们可以将李斯特视作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黑格尔，而黑格尔则是哲学领域的李斯特。借用哈耶克的说法，

斯密与李斯特之间的分歧也是两种理性观的分歧：斯密主张的是自然秩序的进化论理性主义，李斯特则

主张通过国家干预以实现赶超战略的建构论理性主义。前者强调社会自生自发的秩序，后者强调人为

干预的建构法则；前者将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视为天然的、正当的、永恒的，后者强调人为建构能动

性、必要性与正当性。两者各执一端且貌似言之成理，实际上都对社会做了片面的理解。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活固然充斥着各种人的意志和目的，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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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而已”［7］（P295）。但是，社会历史并不是一团散沙，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

上是实践的，人类活动的成果是客观的，可以代代相传，且决定着后来者活动的深度与广度：“历史的每

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

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

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1］

（P92）这就意味着，人类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与活动成果的客观性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分离，对社会本质

的人为性或者自然性的单向度阐释，归根到底都是对实践的片面化展开。由此可见，马克思以无产阶级

的实践作为解决德国问题的世界方案，既具有客观实在性，又具有主观能动性；社会既是一个能动的有

机体，又具有客观的规律性。从这个意义说，马克思的实践观既超越了斯密的进化论理性主义，也超越

了李斯特的建构论理性主义，以这种哲学为根据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必然既不同于斯密的世界主义经

济学，也不同于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

四、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何以是科学：重评马克思的理论突破

马克思对德国现实之时代错乱的解决方案固然不同于李斯特，但李斯特积极参与的19世纪30年代

末在德国掀起的“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辩论”，却是促使青年马克思积极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最

初动因［13］（P31）。

如上所论，德国的实际与德国的理论之间存在的这种时代错乱，在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之间的

政策取舍上，也表现为一个二律背反：商业资产阶级坚持自由贸易，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则坚持保护关税，

双方各执一端，似乎皆言之成理。但马克思在1848年却对这两种政策“左右开弓”：一方面，针对自由贸

易政策的主张，他认为，在当今社会条件下，所谓的自由贸易不过就是资本的自由，即“排除一些仍然阻

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认为，只

要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对抗，他们这种妄想，真是令人莫解。

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为显著”［11］（P227）。因为只要资本在活动，其中包含的雇佣劳

动和资本的关系便会继续存在，就永远都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另一方面，针对保护关税制

度的支持者，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制度只是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即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

市场。一旦依赖，就难以摆脱。从积极的意义看，“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

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11］（P229），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是保守的，而自由

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这种保守的制度的作用。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之二律背反的批判，就是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入

手展开的。从这个意义说，相对于斯密政治经济学主张的自由贸易说与李斯特国家经济学主张的关税

保护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却是左右开弓，别开生面。从这个意义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既是批判

的，又是科学的。但由于社会领域的复杂性，如何表达这种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特征，马克思本

人也面对着打造新的概念工具和新的研究方法的多重任务。以下我们从四个方面概述马克思的批判的

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特征。

首先，科学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是基于无产阶级的立场。我们知道，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的是处于上

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直接针对的是封建主义和王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早期经济学家也确实

认真研究过社会的内部联系，并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和资本理论等一系列开创性的概念，其历史意义自不

待言。但是，其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当时作为研究对象的资产阶级社会发育得并不充分，这种政治经济

学的研究方法也相对朴素；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恰恰是社会生活中阶级矛盾的集中反映，由

于阶级的局限，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可能真正彻底地成为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言，“古典经济学的

最优秀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只能是这样，——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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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状态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之中”［9］

（P940）。以英国为例，即使李嘉图有意识地将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当作他研究的出发

点，但是，他依然“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是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

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1］（P16）。

与英国不同，由于德国社会的特殊性，虽然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可能在德国获得独创的可能性，却没

有排除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

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

级”［1］（P18）。正是随着无产阶级的觉醒，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辩护性和虚假性受到了根本质

疑和揭露，而自由的科学研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必

然是科学的，也是批判的。

其次，科学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研究起点是“生产一般”的科学抽象，“生产一般”的抽象既是马克思展

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切入点，也是打造“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错

误地割裂生产与分配、交换与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永恒的“一般生产”，认为发生

变化的只是分配方式，如李嘉图便专门将分配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此不同，马克思首先论证了

“生产一般”的科学规定性：“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

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13］（P3）之所以能进行这种抽象，是因为马克思研究的本题即现代资产阶

级生产的特殊性，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分离，使生产成为一个整体，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便是一个统一

生产整体的各个环节。但这种抽象还只是研究的起点，并没有否认各环节的差别，因此不能被当作“社

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13］（P5），这一点又与黑格尔主义区分开来。正是基于“生产一般”的科学

抽象，马克思反过来批评李嘉图的“抽象”是不科学的：“应该指责李嘉图的是，一方面，他的抽象还不够

深刻，不够完全，因而当他，比如说，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各种具体关系的限制；另一方面

是，他把表现形式理解为普遍规律的直接的、真正的证实或表现；他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形式的发展。就

第一点来说，他的抽象是极不完全的，就第二点来说，他的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3］（P112）

再次，科学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而不是相反。马克思研究的具体对象是资

产阶级社会，他构造的思维的具体就是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

为起点又成为终点。”［13］（P25）马克思特别表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需要与黑格尔的思辨方法

区分开来，因为黑格尔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当作是精神之“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

维的结果”［13］（P18-19），但马克思却只是将这种方法视为“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

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3］（P19）。更重要的是，研究的方法不能等于叙述的

方法，因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1］（P21），而

叙述的方法则是事后才出场的：“只有当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

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P21-

22）这表明，马克思是通过与古典经济学、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对比而自觉地区分了政治经济学的两条道

路，区分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并认为两者不能混同。

最后，科学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是辩证法。由于马克思主张的政治经济学同时具有科学

性和批判性，因此，表述这种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理论形式，既不可能是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僵死的材

料的汇集”，也不可能是思辨哲学意义上的“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11］（P73），而需要一种全新的叙述

方式。这就是马克思的辩证的叙述方式。具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劳动的二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

劳动）区分出发，进入商品价值的二重性区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通过对商品交换价值形式的演变

的考察，进入货币的二重性区分（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然后再展开对“资本”这个思维的

具体的集中考察。从劳动到资本的矛盾演进，意味着资本本身就孕育着内在的矛盾，这个矛盾也通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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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与雇佣劳动者的人格化形式而表现出来，矛盾的激化便意味着社会的“新生”。

如果从旁观者的视角看，资本的构造呈现出整体的、辩证的、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但马克思指出：

“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

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4］（P147）马克思之所以能用

辩证法表述资本这个“思维的具体”，根本原因在于，由各种现实的生产劳动组成的整体已不再是理论上

的构造，而成为现实的社会形式，即思维的具体与现实的具体之间有了同一性。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已

经可以通过理论实现这种“透明性”：如“劳动”范畴在现实中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作为现代经济学所

提炼的最简单的抽象的“生产劳动一般”，已经真正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

实际上真实的东西”［13］（P22）。被马克思改造为科学的批判政治经济学之叙述方法的这种辩证法，正是

源于德国哲学的传统，但马克思将这种方法与黑格尔切割开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及《资本论》的

方法时曾说：“我亲爱的朋友，你明白，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即整个

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

全民族的功绩。这特别令人高兴，因为在其余方面，这个民族是天下最愚蠢的民族……”［14］（P236）

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中国形式：反思与推进

综上所述，马克思构造的政治经济学继承了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固然有浓厚的德国文化特色，但

这种政治经济学却具有世界意义。如何将这门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改造成一种符合本国发展的

民族形式，既关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阐释，又关乎民族国家

接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条件及推进其发展的进路、方向。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

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

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

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15］（P153-154）。

具体到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先进知识分子接受，进而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之后，革命党成了执政党，相应地，革命时期主要用来激发阶

级意识的理论形式也应转变为建设时期推进社会发展的科学形式，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阐释也应

该逐渐发生转变。我们可以从哲学的视角考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形式及其难点。大致来说，

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高度重视。

首先，鉴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取向还是赶超型的，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

中国化形式主要还是一种赶超型的政治经济学。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国家”予以抽象，集中

关注的是生产，那么，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形式中，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李斯

特国家经济学的相关研究近年来又成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点。有论者甚至指出：“李斯特站在落后国

立场上，早已构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赶超发展学说。这一学说基于落后国赶超发展的需要，系统提出了

发展阶段论、生产源力论、幼稚产业论、国家干预论、经济规划论、产业协调论、交通优先论、非经济因素

论、科技作用论、分工合作论、社会资本论等一系列超前的经济思想。”［16］因此，其学说既有适合追赶阶段

的民族主义的一面，也有适合超越阶段原来如此的另一面，堪称后世左翼和右翼发展理论之共同先

导［17］。但如上所论，我们已经站在马克思的视角揭示了李斯特国家经济学的庸俗性，由于马克思政治经

济学的无产阶级立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无产阶级性质，不可能继续将李斯特国家经济学作

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中国化形式的坐标。如果说李斯特在赶超英法等国时对德国所处阶段的清醒方

位感和历史感可以成为我们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参照，甚至他的某些政策主张也可以为我所用，

但是，李斯特着力于发展工业资本主义，进而在关税保护与自由贸易之间的骑墙和实用主义态度，却需

要批判。因为中国式的赶超固然需要充分肯定国家的作用，但这种赶超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如何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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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发挥国家的积极作用，协调并推进各方面利益的协调，是需要继续深入的问题。

其次，在赶超的过程中应充分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以寻求批判性的改造空间，绝

不可简单照搬现存的理论体系，否则，不仅将导致方枘圆凿的后果，而且极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渊薮。

在历史领域，有论者指出，如果近代以来的西欧社会可以统称为资本主义，那么，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的

特征可以名之为“王权主义”，这种社会形式的特点就是“王权支配社会”［18］（P2）。对于王权主义的研究，

目前更多是反思批判，但从历史科学的视角看，我们也可以类似于马克思在构造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考察

其有效性和有限性一样，对王权主义的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进行批判性的改造。我们发现，在马克思主

义的发展史中，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就创造性地将马基雅维利意义的君主改造成为现代君

主，实则是将其视为现代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资源。在葛兰西看来，“马基雅维利讨论了君主带领人民

奠定新国家的必由之路，他在展开论证的时候逻辑严密，具有科学的公正性；临到结尾，马基雅维利自己

成了人民，与人民融为一体：但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人民，而是马基雅维利通过前文的论证已经说

服了的人民，他成了他们自觉的喉舌，并且他也感觉到这一点，他感觉到自己与他们的认同”［19］（P3）。而

葛兰西所谓的现代君主，也不是某一个现实的人物或者具体个人，而是“一个有机体，一个错综复杂的社

会要素，通过它，那个得到承认并在行动中多多少少得到维护的集体意志开始凝聚成形”，这就表现为集

体意志的“无产阶级政党”［19］（P5）。以此为参照，如果能够对这样一种迥异于资本主义的王权主义做出

全新的改造，使之成为社会建设中的积极力量，也可能成为中国后来居上的思想资源，进而在引领中国

的社会变革中发挥积极作用。

再次，推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形式，应该明确中国社会赶超的方向，不是一般政治经济学

说的所谓的富国裕民、经世济民，打造又一批庸俗的资产阶级，以成为另一个西欧国家，而应该是马克思

说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构建，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差

异。对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经济建设来说，这一点更是至关重要。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论及

走出德国“时代错乱”的方案时，曾经提过这样一个问题：“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 la hauteur de‐

sprincipes］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

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11］（P9）因为在当时的德国，并不缺少革命，但那些革命归根到底不过是

“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而已［11］（P12）。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的这些革命中充当领

导的特殊阶级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即他们“所缺乏的不仅是能标明自己是社会消极代表的那种坚毅、尖

锐、胆识、无情。同样，任何一个等级也还缺乏和人民魂魄相同的，哪怕是瞬间相同的那种开阔胸怀，缺

乏鼓舞物质力量去实行政治暴力的天赋，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11］（P13）。马克思因此把希望寄托在

“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的无产阶级身

上，他进而认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11］

（P16）。由此可见，赶超本身不是目的，只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手段，如果混淆了目的与手段，停留在

一些经济指标或者外在的数字排名、所谓的国际影响上沾沾自喜，则不是忘记了前行的路，就是错失了

发展的方向。

六、结 语

通过从李斯特对斯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切入，笔者考察了马克思对李斯特国家经济学的批判视角，

进而从马克思与李斯特共同面对的德国“时代错论”的现实出发，梳理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构建的哲学

依据及其理论特征，展望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形式。其实，现实与理论之间的错乱，并非德国

所独有的例外，而是所有后发展国家共有的现象。但相对于斯密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却别开

生面，不仅揭示并批判了他们的阶级实质，而且还为资产阶级社会构造了一个特殊的逻辑，进而为后发

展国家革命性赶超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提供了科学的论证方案。而如何阐发并推进这一方案的深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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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度中国化，当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展开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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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fficulty about the Scientificity of Political Economics
From Smith，List to 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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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st criticized Smith's economics for its discrepancy from the realty of Germany and claimed

for a new economics against the England Economics. Marx held that the Economics of List was a Vulgar Eco‐

nomics and should be replaced by a new economics transcending the reality and the theory of the current Ger‐

many. Not only did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disclose and criticize the class nature of the two economics, but

also constructed a special logic for the bourgeois society. He offered a scientific project to catch and overtake

the advanced country for the advancing country.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was not only critical but also sci‐

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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